
第１８卷 第５期
２０１５年９月

湖南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Ｈｕｎａｎ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ｏｆＳｃｉｅｎｃｅ＆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ＳｏｃｉａｌＳｃｉｅｎｃｅＥｄｉｔｉｏｎ）

Ｖｏｌ．１８Ｎｏ．５
Ｓｅｐｔ．２０１５

ｄｏｉ：１０．１３５８２／ｊ．ｃｎｋｉ．１６７２－７８３５．２０１５．０５．００４

论毛泽东和邓小平政治生涯的第一次“落起”①

———以“邓、毛、谢、古”事件为中心

刘征
（信阳师范学院 马列部，河南 信阳４６４０００）

摘　要：邓小平第一落中的“邓、毛、谢、古”事件，标志着邓小平成为拥护、捍卫毛泽东正确路线和思想的代表人物，
奠定了两人长期而巩固的政治关联；“邓、毛、谢、古”事件后，在毛泽东的影响下，“第一起”的邓小平迅速成为人民军队

的重要将领；毛泽东的“邓毛谢古情结”成为邓小平“第二起”的关键因素。“邓、毛、谢、古”事件契合了邓小平和毛泽东

在革命实践、政治经历和思想路线等方面的一致性，在毛邓关系史上起着助推器和润滑剂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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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落三起”是邓小平政治生涯独特而重要的经历。在邓小平的“三落三起”中，后两次“落起”发

生在“文革”期间和“文革”结束后；第一次“落起”则发生在土地革命时期，二者相距三四十年，故而第

一次“落起”具有相对的独立性和特殊性。众多研究表明，邓小平的“三落三起”都与毛泽东有直接或间

接的联系；在某种程度上说，邓小平“三落三起”都和毛泽东相关；故而研究毛邓关系问题，邓小平的“三

落三起”是一个重要的接连点。本文拟在吸收学界相关零星研究成果的基础上，以“邓、毛、谢、古”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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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中心，较为系统地探究毛泽东和邓小平政治生涯第一次“落起”的交集及其影响，由此揭示邓小平“三

落三起”的内在关联，反映两大伟人的交往脉络，推进对两人生平业绩和思想发展的深入研究。

１　邓小平因认同和坚持毛泽东的正确主张，反对和抵制王明的“左”倾错误而被打成“邓、
毛、谢、古”事件中所谓“毛派的头子”，遭遇政治生涯的“第一落”：邓小平成为拥护、捍卫

毛泽东正确路线和思想的代表人物

邓小平政治生涯的“第一落”发生在１９３０年代的中央苏区。作为与毛泽东一起探索中国革命道路
的优秀代表，亲历大革命失败、领导百色起义受挫和率领红七军转战失利的邓小平，痛切感受到“左”、

右倾错误给中国革命造成的严重危害，渴望找寻到一条适合国情的正确革命道路。１９３１年８月到达中
央苏区后，看到根据地蓬勃发展的革命局面，通过正反两方面的对比，邓小平确信“山沟里长出的马列

主义”具有旺盛生命力，确认毛泽东开辟的革命道路的正确，进而对这条道路的创立者毛泽东产生了钦

佩。邓小平“对毛泽东早期创建农村红色根据地的成就怀有敬意，邓小平本人也曾做过这方面的尝试，

但是没有成功”［１］５０。毛泽东的成功探索和思想理论魅力无形中深深吸引了邓小平。邓小平女儿邓榕

认为：“如果说，在红七军的时候，父亲虽心存异议，但还被动地去执行‘左’倾冒险主义错误的话，那么，

这一次，在中央苏区，他则是毫不犹豫地、旗帜鲜明地对‘左’倾错误身先士卒地进行抵制和斗争。”［２］３０８

在实际工作中，邓小平开始自觉反对和抵制“左”倾错误，拥护和执行毛泽东的正确主张。

与此相联系的是１９３３年１月，以博古为首的临时中央迁到瑞金后，迅即在中央苏区全面推行王明
的“左”倾教条主义，严厉打击坚持正确路线的有实践经验的领导干部。３月，继在福建开展反“罗明路
线”的斗争后，他们又在江西开展反“江西罗明路线”的斗争，以邓小平、毛泽覃、谢唯俊、古柏为代表的

党内务实派受到错误斗争，是为“邓、毛、谢、古”事件。在多次的批判斗争中，邓小平等人被指责为进行

“与毛泽东有关系的派别活动”，被指控为“罗明路线在江西的创造者，同时是反党的派别和小组织的领

袖”［３］２１０。５月，邓小平被撤销江西省委宣传部长职务，受到党内严重警告处分，下派到边沿的乐安县南
村区委当巡视员，后又指定到宁都县七里村监管劳动。为“划清界线”，妻子金维映同他离婚。这就是

邓小平“三落三起”之“第一落”。中央苏区反“罗明路线”斗争的实质，是反对毛泽东的正确路线，为全

面推行“左”倾路线扫除障碍。正如后来博古在党的七大所言：“苏区反对罗明路线，实际是反对毛主席

在苏区的正确路线和作风。这个斗争扩大到整个中央苏区和周围的各个苏区，有福建的罗明路线，江西

的罗明路线……”［４］３１５在这场企图使毛泽东“威信扫地”［５］２６０的严重党内斗争中，邓小平认同和坚持毛

泽东的正确主张，反对和抵制王明“左”倾教条主义错误，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

首先，邓小平的政见同毛泽东的思想主张相一致。在实际工作中，邓小平亲眼目睹了中央苏区的伟

大成就，亲身感受到毛泽东的正确领导，因而逐渐形成了与毛泽东相同的看法和政见。如主张向敌人力

量薄弱的广大农村发展，反对“城市中心论”，不赞成“向中心城市和交通要道发展”；主张“坚壁清野”、

“诱敌深入”消灭敌人，反对军事冒险主义，不赞成把敌军挡在根据地大门外硬拼；主张各种武装力量都

要发展，反对用削弱地方武装的方法来扩大主力红军；认为根据地中心区和边缘区工作应有所区别，不

能采取同样方法；主张平均分配土地，“给富农以经济出路”，反对“左”的土地分配政策，等等。邓小平

的上述主张，是经革命实践检验的成功经验，表明他在思想上与毛泽东是完全相通的，这为“左”倾教条

主义者所不容。

其次，邓小平在实际工作中执行毛泽东的正确路线。这突出表现在邓小平坚决贯彻毛泽东制定的

土地革命路线上。在担任瑞金县委书记期间，邓小平从实际出发，积极推行毛泽东为瑞金制定的土地革

命的方针和政策，抵制苏区中央局根据“左”倾路线作出的《关于土地问题的决议案》，深受群众欢迎。

他宣布，坚决维护原先依据毛泽东的正确方针和政策进行的土地分配的成果。在领导土地分配过程中，

邓小平坚持实行毛泽东提出的“平均分配土地”和“抽多补少”、“抽肥补瘦”的土地政策。他特别强调，

土地分配既不能损害中农利益，也不要过分打击富农。由于邓小平实行了毛泽东的正确土地路线，抵制

了“左”的错误政策，从而使在瑞金等县的土地革命顺利开展，取得了显著成绩。

再次，邓小平为政治困境中的毛泽东辩护。邓小平和毛泽覃、谢唯俊、古柏对“左”倾教条主义者动

辄对中央苏区工作批评指责的行为甚为反感。在１９３１年１１月的赣南会议上，在讨论《政治决议案》等

２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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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件时，邓小平等人都表示不同意决议案中对中央苏区工作尤其是对毛泽东的批评和指责，并列举大量

事实来支持毛泽东的看法，公开同“左”倾领导人争论。针对教条主义者批评毛泽东是“狭隘经验论”、

攻击毛泽东的主张是“山沟沟里的东西”的论调，他们反驳说：“大城市里产生了立三路线，我们苏区的

山沟里，却是马克思主义。”他们戏称那些从上海大城市来的“左”倾教条主义者为“洋房子先生”，即他

们脱离实际，而“洋房子里才不会出马列主义的”，这些人“只会在洋房子里死背教条”［３］２０９。

最后，邓小平在批斗中坚持原则，维护毛泽东的正确主张。在残酷的批判斗争中，邓小平被迫作检

查。尽管承受着巨大压力，但他在原则问题上始终没有作丝毫让步。他一直坚持自己执行的是马克思

主义正确路线，只承认工作中有缺点和不足，坚决不承认参与逃跑路线和反党组织。他在《会寻安工作

的检查》中陈述了自己所坚持的观点和做法，对强加给他的一些不实之词坚决拒绝。在中共江西省委

召开的全省党的三个月工作总结会议上，针对种种指责，邓小平就革命道路等问题，同“左”倾代表进行

了激烈争辩。面对会场内外群情激愤的局面，邓小平坚定地说：“我再也没有什么可说的了”，“我写的

都是真话。”［６］１１２会议的总结中说，邓小平等人虽然受到“严重打击”，但他们并没有在思想上“解除武

装”［３］２１１。中央局代表作出的《关于江西罗明路线的决议》指出：“党大会以后虽经党与之斗争，仍没有

什么转变。”［３］２１２对此，外界评论道：“当他（邓小平）认为自己正确的时候，就决不向错误的判断低头。

他支持毛泽东的策略，在这一点上，谁也无法使他动摇。”［７］１１８邓小平在“邓、毛、谢、古”事件中坚持真理

和不向谬误低头的大无畏精神，本身就是对毛泽东正确主张的坚定维护，这可以说是毛泽东后来对其重

要评价“政治思想强”的最早注脚和最好例证。

需要指出的是，彼时“左”倾教条主义者打着共产国际大旗，把持着党中央领导权，对持不同意见者

“残酷斗争，无情打击”，大有顺之者昌、逆之者亡之势；他们的主要斗争对象毛泽东此时已经靠边站，两

种政治力量的对比是非常明显的。当时邓小平同毛泽东并没有太多交往，在中央苏区两人“只见过一

面”；他既不是毛泽东的直接部下，也不是老苏区干部；而且到苏区时间亦不长。但邓小平不顾形势顺

逆，不计个人得失，毅然支持毛泽东的正确主张，展示了一位年轻革命家的气魄和胆识，也体现了邓小平

对毛泽东理论路线的深刻理解和坚定信心。

总之，１９３０年代邓小平之所以被打成“江西罗明路线”的代表人物而遭受磨难，主要就是执行了毛
泽东所主张的政策和做法，也就是所谓“毛派的头子”。邓小平在此时期的革命实践和在“邓、毛、谢、

古”事件中的坚定立场，充分表明早在中央苏区时期，邓小平就已经开始自觉地把马克思主义理论同中

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坚定地在思想和政策上接受毛泽东的教导和影响，成为拥护、捍卫毛泽东正确

路线和思想的代表人物。“可以断定，在中央苏区时期，邓小平同志已经认定了或看准了毛泽东创立的

实事求是思想路线。在这个问题上，他比其他领导人认识要早些，而且在此后的生涯中从未动摇

过。”［８］故而说，邓小平“不愧为坚持毛泽东正确路线、抵制王明‘左’倾错误的杰出代表”［９］。这一事件

也足以说明“邓小平是最早理解毛泽东的正确主张，并极力支持毛泽东的人”；“邓小平是不管形势顺

逆，不惜个人前途命运，对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肝胆相照的真正革命家”［１０］。１９３０年代的这场党内斗
争，天然把邓小平划入了毛泽东正确路线这一派别里面。

２　邓小平“第一落”时，备受“左”倾路线打击的毛泽东正处于事业的最大挫折时期，坚持
实事求是路线的毛泽东和邓小平，在患难与共中建立起深厚的革命情谊：奠定两人长期而

巩固的政治关联

大革命失败后，经过秋收起义、井冈山风云、进军赣南闽西斗争和三次反“围剿”作战等的艰辛探

索，毛泽东已经初步找到一条适合国情的“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革命道路。但是他的一系

列正确主张，却被“左”倾教条主义者讥讽为“山沟里出不了马克思主义”；他的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反

对本本主义和“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等正确思想，被指责为“狭隘经验论”等论调；毛泽东本人也遭

受排挤，被迫离开党和军队的实际领导岗位，屡次遭遇重大挫折。而毛泽东革命生涯受到的最大一次挫

折，是在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教条主义者统治中央期间，遭到错误批判，并被剥夺对红军的军事指挥

权［１１］。对此，毛泽东后来说，从１９３１年到１９３４年，我在中央根本没有发言权［１２］６９。对邓小平来说，他

的“第一落”是陪落难的毛泽东“受罪”，是有多重深远意义和积极影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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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１９３１年１１月的赣南会议上，毛泽东的正确主张和路线被指责为“狭隘的经验论”、“富农路线”
和“极严重的一贯右倾机会主义”，毛泽东被撤销苏区中央局代理书记职务，他在中央苏区红军中的领

导地位也开始受到排挤。１９３２年１０月的宁都会议对毛泽东和他在红军中实行的战略战术原则进行了
错误批评和指责。会后不久，临时中央撤销了他的红一方面军总政委职务。这就解除了毛泽东对红军

的领导权，迫使他暂时离开了军队。自此，毛泽东离开军事领导岗位长达两年多时间，在党和军队的重

要决策上，都失去了发言权。而在战争年代，一旦失去军权，就失去实际领导权，就没有说话的分量。这

对“积年的经验多偏于作战”、“兴趣亦在主持战争”的毛泽东来说，是一个沉重打击。

此后两年里，毛泽东的处境更加艰难。博古到中央苏区后，加大了对毛泽东的攻击和孤立，凡是支

持毛泽东的党和军队干部都受到批判，于是就有了前述反“江西罗明路线”等的党内残酷斗争。１９３４年
１月，中共六届五中全会提议免去他的人民委员会主席职务，毛泽东只剩下中华苏维埃政府主席的虚
衔。在一段时间里，毛泽东甚至被剥夺了工作的权利。不仅如此，博古等还继续批“邓、毛、谢、古”，追

查所谓的“小组织派别活动”。博古曾说：“毛泽覃、谢唯俊还与毛泽东通信，他们心里还不满，这是派别

活动。”［５］２５８并以限制派系为名，限制他人同毛泽东交往。他的亲属也因受牵连而遭到打击，特别是弟弟

毛泽覃一直挨批，被撤职，要追查他的“反党活动”，并以开除党籍相威胁。总之，从１９３１年１１月赣南
会议到１９３４年１０月长征开始，整整３年时间，毛泽东都处于十分艰难的境地。

对在中央苏区遭遇的事业的最大挫折，毛泽东有着刻骨铭心的记忆。在后来的岁月中，他多次以悲

愤的心情回顾这段惨痛经历。在１９６０年１２月６７岁寿辰之际，毛泽东对身边工作人员回忆起这段异常
艰难的处境时说：“不让我指挥军队，不让我参加党的领导工作。我就在一个房子里，两三年一个鬼也

不上门。我也不找任何人，因为说我搞宗派主义，什么邓、毛、谢、古。其实我连邓小平同志的面也没有

见过。”［１３］１９６５年８月，在接见一个外国代表团时，毛泽东又谈起那段“鬼都不上门”的历史：“他们迷信
国际路线，迷信打大城市，迷信外国的政治、军事、组织、文化的那一套政策。我们反对那一套过‘左’的

政策。我们有一些马克思主义，可是我们被孤立。我这个菩萨，过去还灵，后头就不灵了。他们把我这

个木菩萨浸到粪坑里，再拿出来，搞得臭得很。那时候，不但一个人也不上门，连一个鬼也不上门。我的

任务是吃饭、睡觉和拉屎。还好，我的脑袋没有被砍掉。”［４］３３３－３３４毛泽东的悲愤之情难以释怀。可见，

１９３０年代“左”倾错误造成的人生和事业的严重挫折，使毛泽东在感情上受到很大伤害，所产生的愤懑
曾长期郁积在毛泽东的心灵深处。

无独有偶，邓小平也多次回顾历史上毛泽东的这段遭遇以及自己与毛泽东的这一特殊交集。１９７２
年１２月，第二次复出前的邓小平在赣南参观毛泽东旧居时，触景生情，感慨地指出：“毛主席在当时，也
是受排挤、受打击的。”［１４］１９６６１９７３年１０月，在韶山参观毛泽东旧居时，邓小平回忆起当年和毛泽覃、谢
唯俊、古柏因拥护毛泽东的正确路线而被“左”倾领导人一起被打成“毛派”分子的情景，动情地说：“毛

泽覃是个好同志。如果参加长征，也许不会牺牲。”［１５］１４１５１９７７年９月，在会见日本新自由俱乐部访华团
时，当谈到自己被打到的经历时，邓小平回忆说：“在江西根据地，王明路线夺了毛主席对红军、对苏区

的领导权，还反对什么邓毛谢古路线。我算一个头头，叫‘毛派头头’。”［１６］２０１１９８９年５月，在同两位中
央负责同志的谈话中，邓小平明确指出：“三十年代在江西的时候，人家说我是毛派，本来没有那回事，

没有什么毛派。”［１７］３０１当然，邓小平不认同自己是“毛派”，而是党内的“实事求是派”。

自八七会议上邓小平初次见到毛泽东后，两人联系并不多，工作上也没有过多交集。两人有比较直

接的工作关系，是从邓小平进入中央苏区以后开始的。而“邓、毛、谢、古”事件，则是邓小平第一次在重

大原则问题上与毛泽东“结缘”，而毛泽东此时又处于“落难”的特殊时期，邓小平也从此受到毛泽东的

格外注意。如果说八七会议上毛泽东第一次与邓小平见面还没有深入了解的话，那么“邓、毛、谢、古”

事件则给他留下了相当深刻的印象，使他真正认识和发现了邓小平。通过这一事件，毛泽东“开始注意

到邓小平是一个‘原则性’很强的人”［１８］；邓小平“从此被毛泽东认为是一条战壕里的人，是可以信赖的

人”［１９］；该事件“使毛泽东长期相信邓小平是忠实于自己的”［１］４６。邓小平在“邓、毛、谢、古”事件中的坚

定立场，赢得了毛泽东的高度信任，奠定了他与毛泽东长期而巩固的政治关联。

总之，在１９３０年代的中央苏区，毛泽东和邓小平因思想相同、观点相近而相知相识，逐渐走到一起。
在此基础上，两人都受到了“左”倾路线的残酷斗争和无情打击，被撤销领导职务，有着共同的坎坷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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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峥嵘岁月患难与共”，共同的遭遇和磨难则把两人更加紧密地联在一起。“毛泽东不得意之日，亦

是邓小平受挫之时，二人在患难中建立友谊，在曲折中加深认识。”［２０］“这使毛泽东和邓小平彼此更加

了解，关系更为密切。”［２１］为此，建国后毛泽东在回顾历史时，曾感慨地认为：凡是我倒霉的时候，罗荣桓

都是跟我一起倒霉的，邓小平也差不多［２２］３１６。在共同的革命事业和患难与共的经历中，坚持实事求是

路线的毛泽东和邓小平，建立起真挚而深厚的革命情谊。

３　随着遵义会议党内正确路线的确立，“第一起”的邓小平迅速成为人民军队的重要将
领，为他日后成为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的重要成员打下坚实基础：“不可或缺当时已

经主导我党我军工作的毛泽东对他的格外关注”

民主革命时期，作为一直坚决贯彻毛泽东正确路线的代表人物，邓小平的政治生涯随着毛泽东的命

运变化而发生着休戚与共的转变。作为中国革命伟大转折的遵义会议，既是毛泽东政治生命的根本转

变，也是邓小平政治生涯的重要转机。遵义会议前夕，毛泽东的正确意见逐渐在党内获得支持。在毛泽

东的影响下，“第一起”的邓小平调任中央秘书长，并参加了遵义会议。正如１９８０年８月邓小平在会见
意大利记者法拉奇时所言：“在１９３５年我们历史上著名的长征中召开的遵义会议上，确立了毛泽东同志
在党和军队的领导。相应地，我那时也第二次当党中央秘书长。”［２３］而遵义会议对“左”倾错误的批判，

则实际上取消了错误路线强加在邓小平头上的各种“帽子”，邓小平也最终实现了从“落”到“起”的转

换。邓小平就由之前的受打击排挤转为受到信任和重用，转换到关键而重要的岗位上来，从而得以充分

施展他的才干，开始了他后来更为光辉的革命历程。正是在遵义会议确立正确路线的基础上，“第一

起”的邓小平得以成为“几十年里革命武装力量和党的领导层的一位主力成员”［２４］８５。

遵义会议后，随着毛泽东领袖地位的逐步确立，邓小平在军队的职务不断提升，迅速成为人民军队

中独当一面的高级将领。从１９３５年６月到１９３８年１月，在较短的不到三年的时间内，邓小平的军队职
务先后有６次大的调整。第一次是１９３５年６月，中央决定调邓小平担任红一军团政治部宣传部长。第
二次是１９３６年５月，邓小平担任红一军团政治部副主任。第三次是１９３６年１２月，中革军委决定邓小
平担任红一军团政治部主任。第四次是１９３７年６月，中革军委决定邓小平担任红军总政治部副主任。
第五次是同年８月，邓小平担任八路军政治部副主任。第六次是１９３８年１月，中央军委任命邓小平为
１２９师政治委员。可以看出，这一时期，邓小平的职务几乎是每隔半年变动一次，其提升速度是异常
快的。

如此频繁的职务调整和快速提升，在邓小平军事生涯中甚至在人民军队历史上都是较为罕见的。

个中原因，除了邓小平本人才干突出、时局演变迅忽和革命工作迫切需要外，还与邓小平在“第一落”中

政治磨难的历练有关。因为“受过打击的人，他对于另外一方面的问题考虑得比较周到”，所以“有没有

在党内经过斗争的经历，其见识和智慧是不一样的”［２５］；更重要的是“经过党内斗争，邓小平的工作热

情、心态情绪和信念都没有改变”［２６］９；人生中的第一次政治磨难，磨砺了邓小平的思想、品格和意志，对

他的成长具有重要推动作用。当然，更与通过“邓、毛、谢、古”事件认识和发现了邓小平才干的毛泽东

的信任、器重和提携密不可分，“不可或缺当时已经主导我党我军工作的毛泽东对他的格外关注”［２７］。

史料表明，以上数次职务调整，其中的第二次和第四次职务变动都是毛泽东亲自提议的［３］２５８。其他几次

尚无史料证明是毛泽东直接提议的，但肯定也与毛泽东有关联。如邓小平由中央秘书长转为担任红一

军团政治部宣传部长，毛泽东为此解释说：前方需要加强，小平同志很有才干，所以调他到前方去，让他

更好地发挥作用［３］２３５。

上述职务调整的第一次，即邓小平担任红一军团政治部宣传部长，对邓小平的事业发展是非常关键

的一步。因为红一军团是毛泽东亲手创建的中央红军的主力部队之一，到红一军团工作，使视“打仗”

为其“专业”的邓小平重新回到军事斗争第一线，而且进入到主力红军队伍并担任重要领导职务，这对

他后来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成为人民军队主力部队的主要领导人之一，是非常重要的一步。所以

这次职务调整，对邓小平“个人事业发展是至关重要的”［３］２３６。邓小平正是在此职务的基础上，迅速跃

升为人民军队的重要将领。还有第六次职务调整，即邓小平出任１２９师政委，此时的邓小平还不到３４
岁，是八路军三大主力师中最年轻的政治委员。从此，邓小平走上更重要的领导岗位。邓小平和师长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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伯承密切合作，使１２９师打出赫赫威名，并成为以后著名的“刘邓大军”和第二野战军的前身，他本人也
得以成为一个方面军的一把手。故而说，“邓小平经历了突如其来的第一次打击之后，迅速上升到我们

党的军队的重要岗位上来。”［２８］１８０从红一军团政治部宣传部长到１２９师政委，邓小平从事的都是军队政
治工作，“军队政治工作的经历，奠定了邓小平作为一名伟大的军事家的基础。”［２９］邓小平担任人民军

队重要将领，为他充分施展自己的才干提供了广阔舞台，开始了他与毛泽东更为广泛而深入的交往与合

作；而邓小平在革命战争年代不负毛泽东信任，勇挑重担，敢打敢拼，出色完成党中央交付的各项任务，

立下卓越功勋，则为他日后成为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的重要成员打下坚实基础。

总之，１９３０年代邓小平的第一次“落起”与毛泽东的政治沉浮紧密相联，荣辱与共。“毛泽东受排
挤，邓小平跟着挨整；毛泽东出山主政，邓小平就摆脱逆境。”［３０］２０３尤其是“从长征后期到抗战初期，邓小

平的处境一步步好转、职务一步步提升都与毛泽东在党内地位的逐步提升相关联。”［３１］还要看到建国后

的历史演进。１９５６年９月，在筹备中共八大期间，毛泽东在称赞邓小平杰出才能的同时，特别强调：“他
是在党内经过斗争的。”［１５］９９６这赞扬了邓小平与自己一样经历过党内斗争考验，即与“左”倾路线作过坚

决斗争，其中应包括邓小平“第一落”中的“邓、毛、谢、古”事件。毛泽东讲这话时，明显带着他自己的人

生体会。在中共八届一中全会上，经毛泽东提议，邓小平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委和中央委员会总书记，

达到“第一起”的“顶峰”［３２］４５０。邓小平从中央苏区“毛派的头子”，成为以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共第一代

中央领导集体的重要成员。

４　“邓毛谢古情结”使毛泽东对１９３０年代的这场党内斗争，特别是对邓小平在斗争中的
立场和表现念念不忘，在重大历史关头屡次提及：“文革”中毛泽东保留邓小平党籍和邓小

平“第二起”的关键因素

邓小平“第一落”中的“邓、毛、谢、古”事件，对毛泽东具有特殊意义和难忘印象。一方面，毛泽东本

人当时也因为反对“左”倾路线而被剥夺了领导权，遭遇了人生和事业的最大挫折。他一直认为，批“邓

毛谢古”实际上就是批他，打击“邓毛谢古”就是打击他本人。另一方面，“邓毛谢古”四人中的“毛”就

是他的胞弟毛泽覃，其他人都是与他志同道合的革命战友。这四人除邓小平外，另外三人都先后在土地

革命时期英勇牺牲了，毛泽东为此非常痛心。故而对“邓、毛、谢、古”事件及其唯一的幸存者邓小平，毛

泽东始终怀有特殊感情，并铭记在心，念念不忘，在若干重大历史关头屡次提及，而且情有所系、意有所

指。纵向来看，“邓、毛、谢、古”事件与毛泽东关系之密切、在毛泽东心目中所占分量之重，历史上毛泽

东对此事件提及次数之多、时间跨度之大和感怀之深，在某种程度上可称为毛泽东内心深处挥之不去的

“邓毛谢古情结”。

先看建国前的历史。毛泽东曾经对贺子珍愤怒地说：他们搞所谓的反“罗明路线”，实际上在反我；

他们抓所谓的“邓毛谢古反党小集团”，实际上是要抓“反党小集团”的头头我毛泽东。王明他们已经摆

开架势，要往死里整我毛泽东了［３３］。在１９３８年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上，毛泽东提出对党的历史上处理干
部的错误决定，包括邓小平等人被“无情打击”的问题，“亦应取消”，应予“平反”［３０］７１。在１９４１年９月
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毛泽东指出：“一九三三年反邓、毛、谢、古‘右倾机会主义’的一篇文章，实际上

是指鸡骂狗的。”［９］在１９４３年１１月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毛泽东深情地谈到１０年前的“江西罗明路
线”，认为：反邓、毛、谢、古是指鸡骂狗，邓、毛、谢、古死了三个人，希望邓要为党争气［３４］。短短一席话，

深深道出了毛泽东对这一事件性质的看法和对邓小平的期许与鼓励。可见，毛泽东一直认同“邓、毛、

谢、古”事件与自己的紧密关联，并把邓小平作为党内正确路线的代表人物来褒奖。

再看建国后特别是“文革”中的历史。１９６９年４月中共九大召开期间，毛泽东提出邓小平与刘少奇
“要有区别”，特别指出：“苏区邓、毛、谢、古，他（邓小平）是反对王明的”［１５］１３６４。联系到之前召开的中

共八届十二中全会上，针对有人提出要开除邓小平党籍的鼓噪，毛泽东力主保留了邓小平的党籍，从而

保住了邓小平的政治生命。显然，毛泽东的这一讲话是借谈邓小平的历史功绩，用以保护邓小平，为其

问题的处理留有余地。可以说，由于“邓、毛、谢、古”事件的深远影响，在“文革”这一特殊年代，“即便在

毛泽东让激进派批邓时，也绝不同意把邓小平开除出党”［１］４６。这在邓小平“第三落”时，毛泽东对其政

治命运作出“保留党籍，以观后效”的处理中也得到突出体现。１９７３年，毛泽东提出坚持正确路线要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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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不怕精神”，即“不怕杀头，不怕坐牢，不怕罢官，不怕开除党籍，不怕老婆离婚”［３５］５３。这段话公开见

诸报端，正值邓小平第二次复出之际，也许是毛泽东从邓小平身上勾起对历史往事的回忆，有感而发，可

见邓小平当年面对打击的勇敢表现给毛泽东留下的印象之深和毛泽东的赞许之情。１９７５年５月，毛泽
东生前最后一次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在会上，毛泽东回顾党的历史，着重谈了教条主义给中国革命造

成的严重危害，再次提到４２年前的“邓、毛、谢、古”事件，指着在座的邓小平说：“其他的人都牺牲了。
我只见过你一面，你就是毛派的代表。”［３６］１７３３毛泽东对邓小平的信任和推崇溢于言表。此后，邓小平进

一步受到重用，先后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和中央日常工作。可见，毛泽东对邓小平在“第一落”中的突

出表现和历史功绩始终没有忘记，并予以积极肯定和高度评价，给予特殊对待。

尤其要提到对邓小平“第二起”起重要作用的毛泽东的“８·１４批示”。１９７２年８月３日，邓小平致
信毛泽东，提出出来工作的请求。８月１４日毛泽东阅后，写了一段重要批示：“邓小平同志所犯错误是
严重的。但应与刘少奇加以区别。（一）他在中央苏区是挨整的，即邓、毛、谢、古四个罪人之一，是所谓

毛派的头子……”文末，毛泽东强调指出：“这些事我过去讲过多次，现在再说一遍。”［１５］１３９３“文革”开始

后，毛泽东对邓小平的问题作过多次表态，但以书面批示的方式比较全面明确地论及邓小平的历史功

绩，这还是第一次。这个较长的近两百字的批示，显示了毛泽东对邓小平的几点基本评价。在这些评价

中，“最重要的一点是毛泽东肯定了邓小平在中央苏区是站在以他为代表的正确路线一边的，并因此遭

受批判和处分”［３７］。进一步看，毛泽东首先特别强调邓小平是所谓“毛派的头子”，意在中央苏区时期，

坚决拥护和实行毛泽东关于红军反“围剿”作战和根据地建设的正确主张的人物中，邓小平是其中的杰

出代表；放在历史的长河中看，毛泽东把邓小平称为“毛派的头子”，意在一些重大问题上，邓小平一直

是其正确主张和路线的坚定支持者，这是毛泽东对邓小平在党的重要历史转折和革命斗争实践中展现

的政治风范的高度评价。这个批示对“第二落”的邓小平来说，是一个极为重要的转折，意味着他的政

治生命开始复苏，实际上“为邓小平的第二次复出打开了大门”［３８］。故而说，邓小平在中央苏区被打成

“毛派头子”的历史遭遇，是毛泽东重新起用邓小平的一个首要而关键的因素。

总之，１９３０年代邓小平因拥护毛泽东而遭受打击迫害的经历，可以说“毛泽东是记得的，而且整整
记了４０年”，一直记到“文革”之时。历史在以后的岁月里乃至４０年后给予了邓小平特殊的补偿。故
而邓榕认为，邓小平在“第二落”后之所以能受到毛泽东的起用：“３０年代的‘邓、毛、谢、古’事件，的确
是一个不可忽视的重要因素。”［２］３１５并认为此事件“成为决定父亲政治生命的相当重要的因素之一，而

且是好的因素，积极的因素”［２］３１３－３１４。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历史进程充分证明了这一点。可以说，邓小平

在“邓、毛、谢、古”事件中被打成“毛派头子”的历史，在毛泽东心目中积淀之深，在某种程度上已经内化

为“文革”中毛泽东一直保留邓小平党籍、在重大历史关头起用和重用邓小平的一个重要心理因素。正

是“邓毛谢古情结”蕴含的信任和器重，才有了“文革”中毛泽东对邓小平在被打倒后的刻意保护和邓小

平复出后受到重用，就有了邓小平令人瞩目的“第二起”和更为辉煌的“第三起”。

５　结语
综上所述，毛泽东与邓小平政治生涯的第一次“落起”发生了密切交集，其中的“邓、毛、谢、古”事件

对毛邓关系，特别是对邓小平以后的人生和事业产生了重要而深刻的影响。“邓、毛、谢、古”事件把邓

小平和毛泽东紧密地联系在一起，是两大伟人“相识相交的开始”，建立起两人患难之交的深厚关系，打

下了二者相互信任、长期合作的坚实基础，进而影响毛邓关系４０余年甚至更长时间。而把邓小平和毛
泽东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深层次因素，则是在探索中国革命新道路的实践活动中，两人不谋而合地坚持的

党的实事求是思想路线。可以说，“邓、毛、谢、古”事件高度契合了邓小平和毛泽东在革命实践、政治经

历和思想路线等方面的一致性；使邓小平认识了毛泽东，毛泽东发现了邓小平，从而使两人“彼此更加

了解，关系更为密切”；故而可以说，该事件是连接毛泽东和邓小平关系的纽带和关节点，在漫长的毛邓

交往关系史上起着助推器和润滑剂的作用。从邓小平角度看，其“三落三起”之第一次“落起”架起了他

与毛泽东革命与友谊之交的桥梁，而邓小平坚持实事求是路线，对困境中的毛泽东的坚定支持和拥护，

奠定了两人相知相悉的基石，埋下了毛泽东对邓小平长期信任与关爱、器重与提携的种子，深刻影响了

邓小平后来的政治生涯尤其是后两次“落起”以及党和国家的历史发展。所以笔者认为，邓小平政治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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涯“第一落”中的“邓、毛、谢、古”事件，是我们研究毛邓关系等重要问题绕不开的一个关键点。忽视了

这一事件，许多问题都无法说清。从分析毛泽东和邓小平政治生涯第一次“落起”的交集及其影响入

手，相信一定会把毛邓关系问题和与之相关的其他重要问题的研究引向深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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